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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政权的嬗变与河北藩镇格局起源＊
王 炳 文
［摘　要］安史之乱时期的燕政权由安禄山建立的燕与史思明建立的后燕构成，两者之间变革性大于延
续性。安燕政权的核心是幽州文士集团，这一群体是在玄宗朝后期选人壅滞的背景下经安禄山刻意培植
而形成的，燕朝建立后成为实际决策层，但内部存在分歧，经过至德二载光复两京与乾元二年史燕革命而
宣告瓦解。安史易代后的史燕政权实质上是此前平叛遗留的政治问题，底层偏裨出身的武将势力日益壮
大，至燕朝末期实际掌控了地方权力。宝应元年的最终平叛，是唐朝在与史燕地方实权派媾和的基础上对
史朝义力量进行的集中清除。此后，“节帅出偏裨”逐渐成为常态，与地方军州形成制衡，共同构成了战后
河北藩镇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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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安史之乱的研究在２０世纪上半段便已开始，主要着眼于叛乱的起因和胡人的迁徙①，但
对安史之乱本身的探讨则滞后很多。１９６２年，戴何都（Ｒｏｂｅｒｔ　ｄｅｓ　Ｒｏｔｏｕｒｓ）对《安禄山事迹》进行了
详细的校勘、翻译和注释工作，对安史之乱的始末和人物事件予以系统论述和考证，使得学界首次直
面安史之乱的过程②。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欧美唐史学界对唐后期政治尤其是藩镇结构关注度
的增加，安史之乱作为源头性的事件日益受到重视，其中彼得森（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Ｐｅｔｅｒｓｏｎ）论述了安史政
权对于河北藩镇割据模式的塑造作用，并从仆固怀恩等将领与中央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平叛活动对于
战后格局的影响③；而蒲立本（Ｅｄｗｉｎ　Ｇ．Ｐｕｌｅｙｂｌａｎｋ）则专文探讨了安史之乱对唐后期藩镇军事结构
的影响④。
近年来，随着一批新出墓志的刊布，安、史相继建立的燕政权成为唐史研究的新热点。冻国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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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入华胡人与唐代马政研究”（１６ＣＺＳ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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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第２９卷（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第４２３～４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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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政权统治下的吏民心态进行了探讨①，仇鹿鸣、张忱石对燕政权中的重要文官做了考证②，李碧妍
对其内部的权力斗争做过系统分析③。从戴何都等前贤对于叛乱进展的探讨，到学界明确关注叛军
所建立的政权，既是研究的精细推进，更是研究视角的重要转换。然而毋庸讳言，学界对于安史政权
的论述更多时候仍是基于唐朝平叛的视角，对其内部结构尚缺乏系统研究。事实上，在当前所见各类
史料的基础上，我们已有可能对燕政权内部的政治演进做出初步勾勒，并据此分析其对战后河北藩镇
格局所产生的塑造作用。这正是本文试图做出的尝试。
一　从“燕”到“后燕”：安史之乱的分水岭
在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一个基本问题，即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应如何指称这一叛乱
政权？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将安史叛军建立的政权称为“大燕”④，这或许来自《安禄山事迹》中“遂
伪即帝位，国曰大燕”⑤的说法，以及部分出土墓志中的“大燕”字样。实际上，这里的“大”字与“大唐”
“大周”中的“大”字一样，只是加在国号前的一种修饰。《旧唐书·安禄山传》便明确记载其“窃号燕
国，立年圣武”⑥，陈牟少墓志中将安禄山起兵建国称为“燕朝革命”⑦，时人杜钦“燕 朝圣武 元年六月
□□日卒□私第”⑧，张氏的墓志则直接题为《燕故杭州司户呼延府君夫人南阳张氏墓志铭并叙》⑨，这
些都说明叛军统治区域内墓志的标题及内容中的“大燕”只是一种修饰性说法。史籍记载，晚唐时“国
子监有《孔子碑》，睿宗篆额，加‘大周’两字，盖武后时篆也。（冯）审请琢去伪号，复‘大唐’字”瑏瑠。这
正说明无论“大唐”还是“大周”都只是一种美称，我们显然不会因此而称唐为“大唐”，或称周为“大
周”。鉴于十六国时期已有几个以“燕”为国号的区域性政权，我们不妨将安、史所建立者直接称为“燕
政权”或“燕朝”。
燕政权依次经历了安氏父子与史氏父子的统治，共两姓四任君主。目前学界已经清楚地认识到
安、史两个政权在蕃部结构、权力建设、礼制信仰等诸多内部特质上存在显著差异瑏瑡，但对其宏观演进
中的巨大变化仍缺乏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安史易代完全可以称为这场叛乱的分水岭，当时人对于这
种差异的体认甚至比后世要深刻很多。从目前所见文献来看，当时已有人将史思明所建政权称为“后
燕”，以别于安禄山所建之“燕”瑏瑢。尽管安禄山在圣武二年（至德二载，７５７年）为其子庆绪所弑，但安
氏父子的政权具有内部的延续性。燕朝立国之初所行用的“圣武”年号，在安禄山被弑后又继续使用
了１０个月之久。房山石经中易州遂城县史道明、毕子钊等３２人上经题记的时间就记为“圣武二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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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廿七日”①，可见安氏父子的易位只是宫廷内斗，安庆绪对其辖下燕朝区域仍保持有效管辖。当年
十月十六日晚，面对日益逼近的唐纥联军，“庆绪帅其党自（洛阳）苑门出，走河北”②，而出土的徐怀隐
墓志也记载志主于“圣武二年□月廿七日殒于私第”，“十月十六日，殡于汤阴县城西十五里平原”③，
汤阴正是安庆绪北逃所过之地，表明直至此时仍行圣武年号。当月下旬滏阳河之战击溃驻守唐军后，
安庆绪将其辖下分为八道，遍行露布，声言“其先溃将士于相州屯集，限此月二十六日前到取，来月八
日再收洛阳”④。据此来看，安庆绪当于圣武二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改元天成。一个月后，史思明在
幽州发动兵变，囚禁阿史那承庆等安氏心腹要员，宣布归唐，幽州在名义上复为唐有。房山石经中有
“幽州节度都巡游奕烽铺使、汝州梁川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赏绯鱼袋上护军南阳张鼎，造经一
条，乾元元年四月八日”⑤的题记，证明当时幽州方面确实行用唐朝年号。此时史思明事实上已与安
庆绪集团宣告决裂，燕政权辖区内呈现出邺与幽州对峙的局面。乾元元年（７５８年）六月，史思明借口
搜出唐朝方面的铁券及叛将簿书而唆使军士哗变，杀害唐廷任命的幽州节度副使乌承恩等，再次叛
唐。按，《通鉴考异》引《河洛春秋》称乌承恩“四月始为节度副使”，此为唐朝中央与李光弼共同商议的
结果，试图在幽州方面安插亲唐势力，牵制并逐渐削弱史思明势力。胡三省早已指出，这是史思明造
伪证“抗表以罪状光弼”，并激使幽州将士“与己同反而无他志”⑥。前引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张鼎时任
幽州节度都巡游奕烽铺使，是负责治安巡察的中下级军官，却以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的身份编入汝
州梁川府。他很可能是在四月初随乌承恩到任幽州，深感史思明麾下的恐怖氛围，造经以求福佑。而
安庆绪则面对唐朝九节度大军和史思明的双重压力，直至乾元二年亦即天成三年（７５９年）三月，史思
明在邺城南合河口军营发动政变，以“杀阿爷夺职掌”⑦的弑父篡位罪名“召庆绪等杀之，并有其众”⑧，
次月于幽州改元顺天⑨。《通鉴考异》引《河洛春秋》言，“思明怀西侵之谋，虑北地之变，乃令男朝义留
守相城，自领士马归范阳，因僭号后燕，改元顺天元年”瑏瑠，完成了后燕政权的创建。程庄墓志中也有
“后燕顺天二年”瑏瑡的明确记载。当然，目前所见其他几方顺天及显圣年间的墓志仍统称“大燕”，史思
明似乎也没有必要在自己新建政权的前面加上一个“后”字，但至少在当时人看来，这一政权是重新建
立且有别于安氏父子的，“后燕”的说法已存在于当时的燕朝治下。如果用统治者姓氏加以区别，我们
也可以分别称其为“安燕”和“史燕”。安燕的统治范围，包括战前河北道所辖诸州、河东道北部的代
北、淄青诸州，以及洛阳至长安一线的两京地区；史燕的统治范围，则主要为河北诸州以及洛阳周边地
区。相较而言，安燕的统治区域更为广阔，但其对淄青、长安等地的统治并不稳固；史燕的辖区虽有明
显缩小，但统治范围却日益明晰。燕政权统治者的更替变化及与唐朝皇帝的对比，可参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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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⑧
⑨
瑏瑠
瑏瑡
⑤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５页。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十月庚申，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７０４０页。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圣武一《大燕故处士徐君墓志铭并序》，第１７２９页。
⑦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第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０页。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乾元元年六月戊午，第７０５８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二上《史思明传》，第５３８０页。
《安禄山事迹》载史思明在乾元二年正月“于魏州僭称燕王，年号顺天”（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第１０９页），不确。综合
诸种史料看，史思明应该是在乾元二年正月于魏州称燕王，三月发动邺城政变杀害安庆绪等，四月初返回范阳，称帝并改元
顺天。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乾元二年四月甲辰，第７０７５页。按，原文为“上元三年春三月”，年份有误。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顺天一《程君墓志铭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７１页。
表１　唐、燕双方皇帝及年号变化对照表①
西历
唐 燕
皇帝 年号 年份 皇帝 年号 年份
备　　注
７５５ 玄宗 天宝 １４　 １１月安禄山叛乱
７５６
７５７
７５８
７５９
７６０
７６１
７６２
７６３
肃宗
代宗
至德
乾元
上元
宝应
广德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１
安禄山
安庆绪
史思明
史朝义
圣武
天成
顺天
显圣
１　 ７月肃宗即位改元
１　 １１月安庆绪改元
２
１　 ３月史思明改元
２
１　 １月史思明改元应天，３月史朝义改元显圣
２ 此年主要燕将悉降，显圣年号实废止
幽州献朝义首级
　　这种差异在唐朝方面的语境中也得到了体现。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其实经历了两次平定，而
史思明的复叛成为这一事件的分水岭。当安禄山最初叛乱时，唐廷自然地将其指称为“逆胡”或“羯
胡”的“乱常”②。至德二载，唐朝收复两京，以史思明为首的叛军将领一度归降唐朝，但不久再度叛
乱，这就使得唐廷面临对第二次叛乱的定性。在张献诚墓志中，以“肃宗清华夏之岁，思明蓄横猾之
谋”③的修辞将史思明复叛看作是一种阴谋。降而复叛，是时人对于史思明的定位；而讨伐史燕，实为
戡定安禄山之乱的“善后”事宜。总之，无论从何种角度审视，燕与后燕，或说安燕与史燕，两个政权之
间的变革性都远大于延续性，两者更多地表现为差异而非相似。
至于安史并称，与唐朝中央和河北藩镇双方的政治话语不无关系。一方面，代宗朝以降的唐代官
方史家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将安禄山、史思明看作是相继为乱。在德宗朝权德舆撰写的张
孝忠“遗爱碑”中，即以“幽陵首祸”“史羯继乱”分别指涉安禄山、史思明两人的叛乱之举④。另一方
面，河北藩镇为了追溯其割据的合理性，刻意塑造出了安、史父子的“四圣”形象⑤。在两种因素的作
用下，唐后期社会中逐渐形成了安史一体为乱的观念。及至五代，文献中出现了明确的“安史之乱”的
称谓。如撰成于南吴天十三年（９１６年）的孙彦思墓志，在叙及先祖时，有“因避安史之乱，族寓合
肥”⑥的记载；后周显德年间王朴所撰《详定雅乐疏》中，也有“安史之乱，京都为墟”⑦的说法。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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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本表忽略西历与中历岁首月余的误差，不影响实际对比。为便于观察，中历年、月份均使用了阿拉伯数字。
《资治通鉴》载玄宗西逃时，有“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之语（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六月己亥，第６９７７
页）；复两京后，肃宗即位大赦称，“乃者羯胡乱常，京阙失守”（《即位大赦文》，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８８页）。诸如此类，都可以看作唐人对于此事最早的定性。陈寅恪指出：“考安禄山之种族在其同时人之著述
及专纪其事之书中，均称为柘羯或羯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２１３页）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历七《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赠太子太师御史大夫邓国公张
公墓志铭并序》，第６９６页。
权德舆：《唐故义武军节度使营田易定等州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范阳郡王赠太师贞武张公
遗爱碑铭并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九六，第５０５８页。
据史籍记载，大历年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谓之四圣”（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八年九
月癸未，第７２２２页）。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二《唐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使持节黄州诸军事黄州刺史上柱国乐安县开
国男食邑三百户孙彦思墓志并序》，第１１７０页。
王朴：《详定雅乐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六，第９０２５页。
在观念上将这一事件混淆为一个整体，则已迟至唐末五代了①。
二　幽州文士集团的覆亡
在对燕政权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做出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其与战后河北格局的关系进行
论述。彼得森指出，保留安史降将是唐朝的既定政策②，而蒲立本则观察到宝应元年（７６２年）诸将归
唐与至德二载史思明伪降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和处置思路的延续性③。最近，仇鹿鸣从这种延
续性中发现了两次平叛的重要差异，即光复两京后唐朝力求严惩“贰臣”，而最终平叛时却“采取怀柔
绥服的政策”④。上述研究抓住了唐朝平叛的本质，较之传统史家专意苛求一人一事，无疑是巨大的
进步。不过这种论述还有很大的辨析空间，尤其是当我们从燕朝内部出发，注意到史燕革命所产生的
分水岭作用时，会发现安史易代之际其内部士人群体受到重创，而真正的武将问题其实是由史思明带
来的。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燕政权的文士和武将分别予以探讨，以便更为深入地观察河北藩镇格
局在最初孕育时的种种蛛丝马迹。
作为一次蓄谋已久的政治行动，安禄山发动的叛乱从一开始就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武力
征战是其僭伪后的主要行动；另一方面，重要决策却出自身边幕僚。正是安燕前期特殊的政治目的，
以及安禄山一人独尊的权威，造成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也正因此，无论对于力求早日平叛的唐朝
抑或是心怀不轨的史思明来说，安燕的高层文官群体都是其打击的重要对象。表面上胡人跋扈的安
燕时期，其命门却恰在安氏父子身边的这群士人身上，我们可将这个群体称为“幽州文士集团”。他们
是安禄山在叛乱前所建立的以寒族文人为主的幕僚集团，大致形成于天宝后期，多以文学知名或晋
身。按照《旧唐书》的说法，禄山“引张通儒、李庭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在幕下，高尚掌书记，刘骆
谷留居西京为耳目”⑤，这为我们列出了幽州文士集团中最为核心的人员名单。上述诸人中，张通儒，
天宝十载（７５１年）由大理寺外调至河东任节度留后判官⑥，加入了安禄山与吉温的政治联盟；十三载
（７５４年）兼任群牧都使判官，协助新任群牧都使的安禄山交接并清点群牧⑦。平冽，天宝六载（７４７
年）十二月尚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参与办理杨慎矜案⑧，说明他是此后才进入幽州集团的。李史鱼，开
元二十一年（７３３年）应制举之多才科及第⑨，天宝十载曾与宋昱同撰《唐张君神碑》，后者当年以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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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尽管该词汇在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中出现数次，不过这一称谓更可能来自于修史的宋人而非唐朝国史本身。一个典型
的例子是，《新唐书·陆贽传》引贽《论叙迁幸之由状》称，“自安史之乱，朝廷因循函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五七《陆
贽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９１４页），而原文实作“自胡羯称乱，遗患未除，朝廷因循”（陆贽：《论叙迁幸之由状》，董
诰等编：《全唐文》卷四六七，第４７７６页）。宋人修唐史虽多踵当时国史，然而改动、转述处不在少数。我们看到，即如陆贽这
篇著名的奏章转述时亦有改动，而唐代正史中其他诸处出现“安史之乱”者更为主观陈述。据此来看，我们仍应以原始文献
及出土材料为准，将这一称谓出现的时间暂定在五代初年。
查尔斯·彼得森：“仆固怀恩与唐廷：忠诚的限度”，《华裔学志》第２９卷（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第４３０～４３１页。
蒲立本：“安史之乱与唐后期军事传统的起源”，约翰·柯蒂斯·佩里、巴德韦尔·史密斯主编：《唐代社会论文集：社会、政治
与经济力量的互动》，第４６～４７页。
仇鹿鸣：《一位“贰臣”的生命史———〈王#墓志〉所见唐廷处置陷伪安史臣僚政策的转变》，《文史》２０１８年第２辑，第６１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第５３６９页。
《安禄山事迹》记，安禄山天宝十载“加云中太守兼充河东节度采访使，余如故”，原注并称“禄山奏请户部侍郎吉温知留后事，
大理寺张通儒为留后判官”（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第８２页）。
《唐会要》载，天宝“十三载六月一日，陇右群牧都使奏：‘臣差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群牧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就群牧
交点’”（王溥等：《唐会要》卷七二《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４３页），其中“平原”当为“平凉”之误。据《旧
唐书》知，当年正月“乙巳，加安禄山……陇右群牧都使，以武部侍郎吉温为副”（刘籧等：《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第２２７
页），则《唐会要》所指的陇右群牧都使正是安禄山，其判官全称为陇右群牧都使判官。作为群牧都使判官的张通儒位列副使
郑遵意之前，成为马政的实际负责者。
《旧唐书·杨慎矜传》记：“（十一月）二十五日，诏杨慎矜、慎余、慎名并赐自尽……监察御史平冽赍敕至大理寺，慎余闻死，合
掌指天而缢。”（刘籧等：《旧唐书》卷一五《杨慎矜传》，第３２２７～３２２８页）
王溥等：《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第１６４３页。
舍人知铨选①，说明李史鱼当时仍在京师为官②。而到了天宝十二载（７５３年），他已经代表安禄山巡
视德州了③。据此来看，李史鱼可能是在天宝十一载（７５２年）前后进入幽州幕僚系统的。至于高尚，
尽管未由科举入仕，但少时即“甚得文章之名”，并因此于天宝六载经安禄山奏为平卢掌书记，“出入禄
山卧内”④。同样在天宝十二载巡视德州的阎宽，天宝六载尚以醴泉尉的身份撰写《温汤御球赋》⑤，推
测也是随后进入幽州幕僚系统并得授监察御史。由此可见，安禄山的幕僚群体是一个在特定时间段
形成的具有类似背景的文人政治集团。
之所以集中形成于天宝后期，客观上与玄宗朝中期以来选人泛滥、士人被迫北走河朔的社会现实
有关。在李史鱼墓志撰写者梁肃看来，开元二十一年李史鱼以多才科及第时，尚是“海内和平，士有不
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⑥的社会风尚。随着文学派的失势和中央财政危机的突显，玄宗亟须解决实
际问题的人才，及至天宝年间，士人大量壅滞。蒲立本据此提出了“中央化”（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著名观
点，认为文士（ｌｉｔｅｒａｔｉ）在李林甫专权时期日益弱势，而唐廷为追求行政效率和中央集权，牺牲了官员
迁转的公正性⑦。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士人流向节帅幕府成为可能，从而为安禄山主观上拉拢培
植士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特别是天宝年间节度使身兼采访等使的特点，更使其得以“每兼一使，则
增加一个僚佐班子”⑧，便于延揽士人。除李史鱼等人外，当时的一些名士如梁令直被“仆射安公奏充
节度支度陆运营田四蕃两府等判官”⑨，柏造“以从事在禄山府”瑏瑠，甚至如颜杲卿也是因“安禄山闻其
名，表为营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瑏瑡，在天宝末年得以不次拔擢瑏瑢。在代宗朝宰相崔甫为其从父兄夷
甫所撰写的墓志中，作者坦言，“于时安禄山为河北采访使，虽内苞凶慝，而外奖廉平，精择能吏，唯日
不足”，承认了安禄山对于河北文官的普遍拔擢瑏瑣。正如彼得森所说，安禄山为了积聚力量，在叛乱前
不光拔擢武人，对于文士幕僚也持“大力任命，至少极力举荐”瑏瑤的态度。
幽州文士集团是安燕政权的实际决策层，这是理解唐朝第一次平叛以及安史易代的关键。这些
文士早在叛乱前夕便已成为安禄山政治决策和统治意志实施的重要助推因素，时任平原太守颜真卿
在《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中提及天宝十三载冬“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监察御史阎公宽、李公史鱼、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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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溥等：《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论选事》，第１５８７页。
“金石录”中收有《唐张君神碑》，天宝十载十月“王灵岳撰序，宋昱铭，李史鱼正书”（赵明诚：《宋本金石录》卷七，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７１页）。其中提到的宋昱，《旧唐书》中记载，“国忠之党翰林学士张渐窦华、中书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郑昂
等，凭国忠之势，招来赂遗，车马盈门，财货山积；及国忠败，皆坐诛灭，其斫丧王室，俱一时之?气焉”（刘籧等：《旧唐书》
卷一六《杨国忠传》，第３２４７页）。
颜真卿：《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三八，第３４３０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二上《高尚传》，第５３７４页。
阎宽：《温汤御球赋》，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七五，第３８１１页。按，醴泉为次赤县，“唐人任畿尉、赤尉之后，下一个官职最
好是任监察御史或殿中侍御史”，如萧嵩就曾以醴泉尉擢升监察御史，因此《全唐文》中所注的醴泉尉应是就阎宽撰文时的官
职而言的（刘籧等：《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第３０９４页；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２页）。
梁肃：《侍御史摄御史中丞赠尚书户部侍郎李公墓志铭》，李窻等编：《文苑英华》卷九四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版，第４９６５
页。
蒲立本：《安史之乱的背景》，第８６、１０３页。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二六七《唐故朝散大夫使持节龙溪郡诸军事守龙溪郡太守上柱国梁君墓志铭并序》，第
１７１８页。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五四《唐故青州司户参军韦君夫人柏氏墓铭并序》，第１００７～１００８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二《颜杲卿传》，第５５２９页。
颜杲卿起兵被俘后质问安禄山：“纵受汝奏署，复合从汝反乎！”（刘籧等：《旧唐书》卷一八七下《颜杲卿传》，第４８９８页）承认
了安禄山对他的拔擢。颜真卿在为自家侄男撰写的碑文中也承认了这段经历，称杲卿“充安禄山营田及度支判官、太常丞，
摄常山太守”（颜真卿：《朝议大夫守华州刺史上柱国赠秘书监颜君神道碑铭》，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四一，第３４５８页）。
当然，崔甫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拔擢的目的，因此当乃兄夷甫从地瘠民贫的沧州东光调任中原大邑魏县之后，“禄山幕府之
吏以推荐之故，固求交结”。由于崔夷甫不愿向安禄山靠拢，使得“执权者不悦，公受代焉”（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
历七二《唐故□□□魏郡魏县令崔公墓志铭》，第１８１１～１８１２页）。
查尔斯·彼得森：《安史之乱以后的东北藩镇自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６６年，第２６页。
吾胄曹宋公謇，咸以河北采访使东平王判官巡按狎至”①之事，足见安禄山对其幕僚之信任。安燕政
权建立后，在中央基本沿袭了天宝年间的三省制度，陈希烈、达奚繤等投敌高官仅备其虚位，实际权力
由位居右相的安禄山心腹张通儒掌握。中书侍郎高尚负责草诏②，严庄、李史鱼分居御史大夫、刑部
侍郎之要职③。此外张休、独孤问俗等人也颇得安禄山信任。唐廷正是抓住这个特点，从叛乱伊始便
极力争取幽州文士集团。如李史鱼，天宝十三载岁末为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叛乱爆发后被燕朝委以
刑部侍郎，而唐廷授以从七品上的侍御史，并“充封常清幽州行军司马”。其观望态度明显，甚至“与张
休、独孤问俗密结壮侠，志图博浪之举”，暗杀安禄山，并在潼关陷落的前夜“间遣表章，请固河潼之
守”④，向唐朝及时透露了燕军的战略意图。外部的诱导，加上这批文士自身的骑墙态度，使得这一集
团内部分裂严重，内斗不断。及至唐军光复两京时，严庄、李史鱼、独孤问俗、张休、张万顷等选择了归
唐，张通儒、高尚、李庭望、平冽则追随安庆绪至邺城⑤，大致反映出幽州文士集团的党派分歧。
仇鹿鸣敏锐地观察到至德二载复两京后唐廷对于投敌官员和安史降将两类人群处置政策的差
异，即严惩“贰臣”以申忠义，宽恕降将以招余党⑥，为我们认识唐朝当时的政治意图提供了独特的视
角。事实上，唐廷在平叛中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尤其是对幽州文士集团的“宽恕”具有明显的功利性
和条件性，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促成安燕政权的瓦解。所谓的从宽处理诸人，其实都是对唐朝平叛产
生重要作用者。其中严庄于唐军入洛前夜归降，遂得授司农卿⑦；李史鱼是唐廷长期策反之人，双方
暗通已久，因此经“相国张平原镐以状闻，复授侍御史、摄御史中丞、充河南节度参谋、河北招谕使”⑧，
成功劝降能元皓。其实以宪衔而论，李史鱼与叛乱爆发时一样，仍为侍御史，不过以此摄御史中丞之
事去招谕河北。至于独孤问俗，本与李史鱼关系笃甚，连其强娶道姑马凌虚致死也由李出面写墓志为
其圆场⑨，因此归唐后得授侍御史、扬州司马瑏瑠。这些归唐的幽州文士，其所得宪衔、官职与叛乱前基
本相同，唐廷精致的实用主义于此可见。安燕主要文官的职级变化与结局参见表２。
表２　安燕主要文官的职级变化及结局瑏瑡
姓名 天宝十四载 燕（洛阳） 燕（邺） 后燕
高　尚 范阳节度掌书记、屯田员外郎 中书侍郎 侍中 被杀
张通儒 河东节度留后判官、陇右群牧都使判官 尚书令 中书令 降史思明
李庭望 范阳节度使幕僚 河南节度使 降史思明
平　冽 范阳节度使幕僚 降史思明
严　庄 范阳节度孔目、太仆丞 御史大夫 归唐
李史鱼 监察御史 刑部侍郎 归唐
独孤问俗 范阳节度使幕僚 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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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三八，第３４３０页。按，颜真卿于天宝十二载出任平原太守（参见郁
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一，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２９页），碑文称“去岁拜此郡”，知其撰于天宝十三载
季冬。
刘籧等：《旧唐书》卷二上《高尚传》，第５３７４页。
圣武元年正月，李史鱼为道姑马凌虚撰写墓志，署衔“刑部侍郎”（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圣武一《大燕圣武观故女
道士马凌虚墓志铭》，第１７２４页；参见彭文峰：《大燕马凌虚墓志考释》，《保定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６６～６８页）。
⑧　梁肃：《侍御史摄御史中丞赠尚书户部侍郎李公墓志铭》，李窻等编：《文苑英华》卷九四四，第４９６６、４９６５～４９６７页。
《旧唐书》记载：“（乾元二年）张通儒、高尚、平冽谓庆绪曰：‘史王远来，臣等皆合迎谢。’”（刘籧等：《旧唐书》卷二上《安庆
绪传》，第５３７３页）《资治通鉴》记载：“（史思明对）张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乾元二
年三月壬申，第７０７２页）
仇鹿鸣：《一位“贰臣”的生命史———〈王#墓志〉所见唐廷处置陷伪安史臣僚政策的转变》，《文史》２０１８年第２辑，第５５～５９页。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十一月己丑，第７０４４页。
彭文峰：《大燕马凌虚墓志考释》，《保定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６６～６８页。
李华：《寿州刺史厅壁记》，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一六，第３２０８页。
本表所据资料：刘籧等：《旧唐书》卷二上《高尚传》，第５３７４～５３７５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四载
十月庚寅，第６９３４页；卷二二，至德二载十一月己丑，第７０４４页；卷二二一，乾元二年三月壬申，第７０７１～７０７２页。姚汝
能：《安禄山事迹》卷下，第１０１～１０２页。王溥等：《唐会要》卷七二《马》，第１５４３页。梁肃：《侍御史摄御史中丞赠尚书户部
侍郎李公墓志铭》，李窻等编：《文苑英华》卷九四四，第４９６５～４９６７页。
　　综上来看，至德二载复两京后的官员处置，实质上是一次全面的政治清洗，也是唐朝平叛的重要
组成部分。经此变故，安燕时期盛极一时的文士集团或降或诛，基本趋于瓦解。合河口政变中，高尚
作为安氏父子的心腹被杀，张通儒虽投靠史思明，但此后作为范阳留守基本退出了史燕的中央决策
层。尽管史思明称帝后身边仍有周贽等文士，但其对后燕的政治已无决定性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可
以认为作为政治集团的幽州文士群体在乾元二年以后的河北已然消亡了。
三　偏裨与军州：节帅的两种成长模式及其消长
从当时唐燕双方力量的综合对比来看，唐廷所采用的实用主义平叛思路无可厚非。至德二载末
至乾元元年初，史思明、高秀岩、能元皓等相继归唐，这一“中兴诸将收山东”的盛况让诗人杜甫油然生
出“只残邺城不日得”①的殷切期盼，这是当时唐朝上下乐观情绪的真实反映。然而史思明旋即复叛，
将朝廷安插在幽州的亲唐力量荡涤殆尽。乾元二年春，九节度兵败邺城，史思明遂得根除安氏残余，
与薛嵩、张忠志等地方实权叛将达成和解。安史易代，后燕再起，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河北风云突变。
史燕时期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河北地方军将权力的日益壮大和统辖区域的逐渐明晰。伴随着这种深
层变动，河北藩镇格局已然初见形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绥靖安史降将实出于代宗本意，“是当时河
北叛党势力尚强大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策略”②，且这种方针具有内在延续性，在处置思路上，“与７５７
年史思明归唐时如出一辙”③。这些论述基本阐明了战后河北割据状态产生的原因。然而，割据只是
河北藩镇所呈现出的整体形式，具体到政治特征而言，它包含两个重要特点，即父子相传的“河朔故
事”④和节帅易代的频繁动乱⑤。而这两个特点的渊源因由，则需要从燕政权尤其是后燕时期的内部
嬗变予以探寻。
玄宗朝后期，节度使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自节度衙前的偏裨将领拔擢得任⑥。史载开元二十
六年（７３８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皀的“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皀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
邀叛奚余烬于潢水之北”⑦，可见早在开元末期，幽州节度使身边的裨将便对平卢军使这样的高级武
将的权威予以挑战。天宝初年供职于河西节度使麾下的偏将哥舒翰、安思顺等后来也皆成为节帅。
另一种则是由军镇经略使或州刺史升迁而来⑧。天宝九载（７５０年），“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
士怒，殴其判官”，时任天德军使、朔方兵马使的郭子仪“以身捍齐丘，乃得免”，胡三省不禁发出“当此
之时，唐之军政果安在也”⑨的感慨。而“累历诸军使”瑏瑠的郭子仪，正是军镇致身节帅的典型。当然，
这只是就武将迁转特点所做的粗略划分，两种经历兼而有之的节帅多有人在。如果将这两种迁转途
径放置于燕朝这样一个存续７年的封闭政权中观察，我们会发现其意义变得格外突出，且可为理解河
北藩镇格局的特点提供重要思路。我们将燕政权中这两种模式分别称之为“节帅出偏裨”和“节帅出
军州”。
偏裨出身的将领，集中出自天宝后期的范阳节度使帐下，系安禄山心腹将领，大多弓马娴熟、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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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著，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７６页。
黄永年：《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３页。
蒲立本：“安史之乱与唐后期军事传统的起源”，约翰·柯蒂斯·佩里、巴德韦尔·史密斯主编：《唐代社会论文集：社会、政治
与经济力量的互动》，第４７页。
“河朔故事”固化于德宗初年四镇之乱后［参见梅兆赞：“叛乱的结构：唐代一次成功的反叛”（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ｉｒｓｋ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ｂｅｌｉｏｎ：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Ｉｎ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ｎｇ”），《美国东方学会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第８９卷第１１期（１９６９年），第６７～８７页］。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６～４７页。
关于玄宗朝后期节度使麾下诸使职的形成及特点，参见蒲立本：《安史之乱的背景》，第１０６～１０９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一三《张守皀传》，第３１９５页。
关于河北地区军镇的设置背景，参见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１０１～１０９
页。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九载八月丁巳，第６８９９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第３４４９页。
战阵，被委以衙前讨击使、先锋使等职。如薛嵩天宝年间“以勋著受署辕门”，“入则参戴，出则追射
雕”①，是典型的裨将出身；田承嗣早在“开元末为军使安禄山前锋兵马使”②，叛乱爆发时升任左清道
府率、武卫将军，实质仍是裨将；张忠志“幼善骑射，节度使安禄山选为射生官”，并养为假子，“常给事
帐中”③；柳城胡人李怀仙，也是在叛乱之初“以裨将从陷河洛”④。这些偏将中虽不乏薛嵩这种“少以
门荫”⑤入仕的名将之后，但更多还是“出自世代边吏小将的家庭”，随着玄宗朝后期边军的扩充而“得
以擢升高位”⑥。
至于军州出身的将领，在叛乱爆发前一般担任州刺史或军镇经略使，与偏将相比，他们具有正式
的官职和固定的职权范围。如史思明，天宝末为北平太守、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⑦，安燕时期任范阳
节度使，获封燕王。又如高秀岩，本哥舒翰河陇旧将⑧，安禄山委之大同军使，安燕后期官至河东节度
使⑨；张献诚，天宝后期被“幽州节度使表请为檀州刺史”瑏瑠，兼辖威武军，“管兵万人，马三百匹”瑏瑡，史燕
时期官至汴州刺史、节度使瑏瑢；程元皓，天宝后期“授仪州辽城府别将，累迁易州武遂府”，史燕时期为
定州刺史、北平军使瑏瑣。就最初地位而言，他们无疑优于偏裨，而安禄山起兵后在地方上一仍旧制的
做法，也使其得以继续掌握军州大权。
安燕与史燕具有不同的战略需求，这种差异导致偏将内部的力量消长。安燕是一个外向型的政
权，对于安禄山来说，首要目标在于军事征讨，因此崔乾、蔡希德等年资较长、职级较高的偏将或实
际掌控中央军事，或指挥前线数量庞大的军队。他们对于史思明的改朝易代构成了障碍，故首当其冲
成为安史易代的牺牲品。相对于安燕而言，史燕是一个内向型的政权，这源于史思明军州出身的特
点。与安庆绪、高尚集团的宫廷政变不同，史思明是凭借其在幽州的雄厚实力建立了后燕，其政权本
质上是一个军州势力的联合体，以至于在史朝义篡位后出现了“诸节度使皆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
义征召不至”瑏瑤的尴尬局面。正因如此，在史燕政权中，叛乱之初的低级裨将群体成长为新的地方实
权派，如张忠志由最初“扼井陉路，军于土门”的偏将跃升至工部尚书、恒州刺史、恒赵节度使瑏瑥，而田
承嗣也因引史朝义再陷洛阳得由先锋使“伪授魏州刺史”瑏瑦，与先前军州出身者分享地方实权。燕朝
主要武将的职级变化及结局，参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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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瑦
程浩：《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相州刺史昭义节度使平阳郡王赠太保薛公神道碑铭并序》，山西省考
古研究所编：《山西碑碣》，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９页；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１２页。
史称，田承嗣“世事卢龙军为裨校”，叛乱爆发后，“与张忠志等为前锋”（刘籧等：《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第３８３７页）。
瑏瑥　刘籧等：《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第３８６５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第３８９５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一二四《薛嵩传》，第３５２５页。
查尔斯·彼得森：《安史之乱以后的东北藩镇自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６６年，第２４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二上《史思明传》，第５３７６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一四《哥舒翰传》，第３２１３页。
《旧唐书·肃宗纪》记：“贼将伪范阳节度使史思明以其兵众八万之籍，与伪河东节度使高秀岩并表送降。”（刘籧等：《旧唐书》
卷一《肃宗纪》，第２５０页）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历七《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赠太子太师御史大夫邓国公张
公墓志铭并序》，第６９６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第１３８７页。
史称，张献诚于“天宝末，陷逆贼安禄山，受伪官；连陷史思明，为思明守汴州，统逆兵数万”（刘籧等：《旧唐书》卷一二二《张献
诚传》，第３４９７页）。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宝应四《（上缺）禄卿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成德军节（上缺）开国
伯食邑七百户程府君墓志铭并序》，第１７５２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二上《史朝义传》，第５３８２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上元二年三月戊戌，第７１１２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第３８３７页。
表３　燕朝主要武将的职级变化及结局①
姓名 天宝末 燕（洛阳） 燕（邺） 后燕 平叛后
史思明 北平太守、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 范阳节度使、燕王 降而复叛 皇帝，被弑
高秀岩 大同军使 河东节度使 归唐
张献诚 檀州刺史 檀州刺史？ 归唐 汴州刺史 汴州节度使
程元皓 武遂府折冲？ 归唐 定州刺史、北平军使 被杀？
能元皓 淄青节度使 归唐
蔡希德 节度使 被杀
崔乾 无敌将军、平西大使 兵部尚书、天下兵马使被杀
薛　嵩 幽州裨将 相州刺史 相卫节度使
张忠志 幽州裨将 恒州刺史 工部尚书、恒州刺史、恒赵节度使 成德军节度使
田承嗣 卢龙军裨将 魏州刺史 魏博节度使
李怀仙 幽州裨将 燕京留守、范阳尹 幽州卢龙军节度使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田）承嗣及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②的局面并非自然形成，
而是叛将内部权力斗争与兼并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军州出身者逐渐受到排挤，最终留下的田、李、
张、薛四位低级偏将出身的节帅成为安史之乱的最大受益者③。就出身与渊源而言，田、张诸人之间
无疑具有较之他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这也构成了战后河北对于军州势力的一种自然打压。关于此
点，可从恒州与定州之间的斗争中窥得一二。定州下辖北平军，玄宗朝便已“管兵六千人”④，为幽、恒
两州间的战略要地。终有燕一朝，长期盘踞定州者为程元皓，其人天宝末已为易州武遂府将领，史燕
时期官至定州刺史，兼北平军使。据程元皓墓志残件，知其归唐后的完整职衔为“光禄卿使持节定州
诸军事、定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成德军节 度副使 ”⑤，这远高于后来掌控成德的王武俊归唐时被
授予的“御史中丞充本军先锋兵马使”⑥之职，而与彼时名义上节制恒、赵的降将张忠志（李宝臣）地位
相当。唐廷在恒州设置成德军时，也保留了定州的北平军，恒、定之间形成制衡。然而宝应元年十一
月程元皓归唐后，次月即离奇地“构疾”而卒于任上⑦，恐怕与李宝臣集团的排挤甚至暗杀不无关系。
经过燕政权长达七年的内部嬗变以及唐廷最终平叛的政策影响，“节帅出偏裨”的模式在河北成
为常态，而军州则长期掌控着地方军事力量，与节度使形成制衡。蒲立本认为：“河北在安史之乱后的
半割据局面不只是某几位节帅问题，否则不会持续太久。显然，它基于河北军队中一种有意识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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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表所据资料：刘籧等：《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第３４４９页；卷二上《史思明传》，第５３７６页；卷一四一《田承嗣
传》，第３８３７页；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第３８６５页；卷一四三《李怀仙传》，第３８９５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至
德二载十二月乙丑，第７０４８页。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第１１０～１１２页。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宝应四
《（上缺）禄卿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成德军节（上缺）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程府君墓志铭并序》，第１７５２
页。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历七《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赠太子太师御史大夫邓国
公张公墓志铭并序》，第６９６页。程浩：《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相州刺史昭义节度使平阳郡王赠太
保薛公神道碑铭并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碑碣》，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第３８３７页。
薛嵩一系势力在十年后消亡，不属于本文论述范围，可参见查尔斯·彼得森：《安史之乱以后的东北藩镇自治》，华盛顿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６６年，第５８～６０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第１３８７页。
⑦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宝应四《（上缺）禄卿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成德军节（上缺）开
国伯食邑七百户程府君墓志铭并序》，第１７５２页。
刘籧等：《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第３８７２页。
独立想法，这些军队对安史及燕政权的态度与其对唐朝明显不同。”①蒲氏所指出的这种“河北军队
中”的“独立”意识，其实应做更深层次的剖析。唐后期河北藩镇父子相传及动乱频仍的特点，固然与
胡人养子习俗有关②，但就制度因由而言，实与“节帅出偏裨”的传统密不可分。父子因循只是表象，
实际上节帅之子担任偏将的传统才是造就“河朔故事”的深层原因，而为后世称道的田兴归唐其实是
偏将强势的另一种表现。至于为众多史家观察到的河北易帅之际多有动乱的情况，其实多源于偏将。
与之相对，则是军州力量的长期稳定。这形成了唐后期河北藩镇的一种二元分离形态。
四　孤立史燕与媾和中兴
对于安史之乱的最终平定，以往史家主要探讨唐朝方面的政策意图。事实上，如果站在燕政权的
角度看，这场叛乱的终结其实更像是一次唐燕双方的政治媾和。彼得森曾经表示，宝应元年秋的大进
军诚然迅速终结了叛乱，但却具有相当的“欺骗性”，而唐军最终的所谓胜利“是通过主要叛将及时的
投降才实现的”，这些将领很可能“在投降前得到了包括个人安全及权力在内的具体承诺”③。现在来
看，彼得森的推测不无道理，只不过这种“具体承诺”的兑现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被动。诸多史料表
明，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史燕的地方节帅主动与唐廷达成了默契，将孤立并终结史燕的统治作为
双方共同的目标。
这种主动献媚在当时燕朝实权派将领中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按照正史中的说法，宝应元年十
月，“元帅雍王率诸军进发”，在洛阳北郊横水与叛军展开决战，叛军大败，“史朝义奔冀州”，唐军遂“收
东京、河阳、汴、郑、滑、相、魏等州”。随后，叛军“恒州节度使张忠志以赵、定、深、恒、易五州归顺”，“于
是河北州郡悉平”④。事实上在唐军收复东京洛阳之前，驻守相州的燕将薛嵩已召集麾下，明确了归
唐意向。从《薛嵩碑》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宝应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横水战败后燕军渡河北逃，薛嵩果断
地“命塞杏园之津，绝松漠之路”，扼住了燕军北返幽州的必经渡口。然而次日雍王便上奏代宗，称已
“收东京、河阳、汴、郑、滑、相、魏等州”。毫无疑问，即使唐军追击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由
洛阳到达相、魏等州，显然薛嵩早已与唐廷达成一致，险将史朝义瓮中捉鳖。碑文中所谓的“群凶枭
首，海塞克清，公之谋也”⑤，恐非虚美。与之相类，张献诚也在当时“募间道入秦之使，申潜谋破虏之
策”，当唐朝大举进攻洛阳时，“朝义乞复郊”，而张献诚反戈助唐，并以“巨寇奔北而受毙，官军自东而
势，公之力也”⑥自得。张忠志、田承嗣等所为大致相同，遂使历经四代君主的燕政权一夜瓦解。蒲立
本认为，“不同于安庆绪的是，史朝义被追捕，未给予重整旗鼓的机会”，而河北诸将的归唐，在事实上
遗弃了史朝义⑦，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这种政治承诺产生的最深远影响，在于唐朝认可了史氏父子治下的藩镇划分，为河朔三镇的形成
提供了大致模板。至德二载第一次平叛后，尽管肃宗对于降将“各令复位，便领所管”⑧，但并未承认
燕朝所划分的藩镇，多以刺史置之。如史思明受任“河北节度使”兼范阳长史，实际与叛乱前的范阳节
度使无异；安燕政权委任的河东节度使高秀岩降为云中太守，实际负责河东节度使最初所辖的代北部
分。可以看出唐朝对于叛乱前的边镇设置的坚持。与之相比，宝应元年最终平叛时的处置则大为不
同，此次叛军的节度使名副其实地“各复其位”，史燕政权所划分的诸节度使被唐朝全盘接受。从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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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蒲立本：“安史之乱与唐后期军事传统的起源”，约翰·柯蒂斯·佩里、巴德韦尔·史密斯主编：《唐代社会论文集：社会、政
治与经济力量的互动》，第５０、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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